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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器铭文文体诞生于商周礼乐文化的背景中，

它不仅是铜器的物质组成部分，更是它所处的礼乐

制度在观念上的延伸。因此，对铭文的文体形态、

功能及观念的解读，应充分结合其物质形态及礼仪

背景加以考察。其中，铜器铭文的阅读行为、阅读

空间与接受方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礼记·祭统》云：“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

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1］即是较早的对“观

铭”意义的发现与概括。但在此以前，铭文的观

看与阅读行为早已存在，而文体观念亦已蕴藏其

中。周人对铭文的阅读是面对铜器实物、在具体

的礼乐背景下发生的，与阅读黑底白字的铜器拓

本有着根本不同。铭文不仅是凝固在器物上的文

字，它与铜器花纹、器形相互呼应，与观者的阅

读发生往来互动的关系。巫鸿从美术史的角度指

出对商周铜器的研究应引入“空间”的因素［2］，

这对铭文研究很有启发意义。探究两周铜器铭文

的铸刻位置、排布方式的特点及演变，还原其使

用的礼仪背景和礼仪空间，有助于理解铭文在何

种情景下、以何种方式被阅读和观看［3］。春秋战

国以后，从时人对铭文的称引中，可以看到口头

引用、简册传播和文体构拟等多种接受方式，铭

文的书写和阅读逐渐脱离其礼仪背景和实物载体，

提示着铭体观念的转变。本文希望通过观察这些

复杂而隐微的物质性特征和文献细节，把握两周

铭文的接受方式与观念的转变。

一 铭文的铸刻方式与阅读习惯

铜器铸铭的现象首见于商代，郭宝钧指出此时

的铭文是此器物使用的暗记，不应居显著地位［4］。

从晚商至东周，铜器铭文的铸刻位置呈现由内而

外的变化趋势，学者对此已有前瞻性的关注和探

讨［5］。两周铜器铭文的铸刻位置与排布形式的变

化与时代、器形、铭文功能等因素有着比较复杂的

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更反映了时人对铜器铭文的接

受方式与阅读习惯，故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以下

先就一些基本的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再由此探讨

周人对铜器铭文的阅读方式经历了何种变化，与铭

文文体的演变又有何种关系。

第一，对两周代表性青铜器的铸刻位置进行调

查和统计。选取鼎、壶作为研究对象，依据时代、

铸刻位置与铭文内容，对《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

集成》［6］《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7］所

 君子观于铭

——两周铜器铭文的阅读方式与文体观念之变

李冠兰

内容提要 西周时期，对书史类铭文的观看是凝视式的审读。春秋以后，铭文铸刻

更注重装饰性而非可读性，对铭文的观看亦趋向浏览而非细阅。书史类铭文衰落，“器

主 + 祈匄”类铭文占据压倒性优势，削弱了对铜器铭文的阅读需求。在祭祀仪式中，对

彝器的观看是一种整体的沉浸式感受。而在对宗庙重器专门陈列和观览的情景中，对铭

文的审读则呈现更明确的主动性。春秋战国以后，铭体的阅读主体从宗族扩展到范围更

广的贵族阶层甚至万民，其文本突破了铜器的实物载体，从物质性、实用性的礼仪文体

转变为文献性、观念性，甚至可以被构拟的书面文体。

关键词 铭体；阅读方式；礼仪空间；文体观念



125

君子观于铭

收铜器加以分类统计。之所以选用这两种器形，是

因为在各类青铜器中，其铭文的铸刻位置在两周的

变化最为显著，而簋、盘铭文的铸刻形式未显示出

明显的时代变化；钟铭的排布形式比较特殊，且已

有学者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和研究［8］，故未作统计。

另外，10 字以下的铭文基本只标识作器者及附带

祈匄语，阅读功能并不明显，因此仅统计铭文 10
字以上的铜器，且同铭器只计为 1 例。

 表 1 两周青铜鼎铭文铸刻位置统计表 （单位：例）

时代 器内、盖内铸铭

器表铸、刻铭

合计“器主 + 祈匄”及其他传
统铭文

占比 物勒工名 占比

西周时期 338 0 0% 0 0% 338

春秋（无法分期） 7 0 0% 0 0% 7

春秋早期 107 8 7% 0 0% 115

春秋中期 10 0 0% 0 0% 10

春秋晚期 34 9 21% 0 0% 43

战国（无法分期） 0 0 0% 2 100 % 2

战国早期 5 4 36% 2 18 % 11

战国中期 1 6 40% 8 53 % 15

战国晚期 1 4 10 % 36 88% 41

 表 2 两周青铜壶铭文铸刻位置统计表 （单位：例）

时代 器内、盖内铸铭

器表铸、刻铭

合计“器主 + 祈匄”及其他传
统铭文

占比 物勒工名 占比

西周早期 12 0 0% 0 0% 12

西周中晚期 61 6 9% 0 0% 67

春秋 32 22 41% 0 0% 54

战国 2 5 14% 30 81% 37

据表 1 和表 2，从西周到春秋时期，青铜鼎、

壶的铭文铸刻位置确实呈现自内而外的趋势。战国

以后，物勒工名类铭文比例大增，虽刻于器表，但

往往处于不显眼处，如鼎铭多刻于背面。这类铭文

明显并非供专门的展示阅读之用，故在统计中予以

区别。

第二，铜器铭文铸刻布局有多种表现形式：

（一）块状形式。行款作多行，一般自右而左

竖读，个别自左而右竖读。在商代至西周，这类形

式最为常见，普遍见于各类铜器的内底、内壁、盖

内等。春秋以后，仍主要见于器内，同时开始出现

于青铜壶、缶等铜器的外壁。

（二）线性形式。主要见于春秋以后，多 呈单

行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的形式，围绕于铜器盖面、

盖沿、器身、肩部、口沿等，与容器的形状、器表

的弧度相互呼应，与器表纹饰相搭配融合，有明显

装饰性。铭文较长者则可见多行旋读的形式，如鄬

夫人 鼎（《铭图》2425，春秋晚期）铭文分两行

铸于肩部两圈，先外圈，再内圈顺旋而读。

（三）铭文满布器表或器表的某个平面。见于

春秋以后，如庚壶（《殷周金文集成》［9］9733，春

秋晚期）、中山王 鼎（《集成》2840，战国晚期）、

中山王 壶（《集成》9735，战国晚期）等。

第三，两周铭文铸刻位置的演变趋势所反映的

阅读方式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从不读到读，涉及

比较复杂的因素，试就其中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与铜器器形的变化直接相关，往往随器

形演变而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铸造工艺和铭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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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需要。西周壶铭多铸于颈内壁、盖上。春秋

以后，传统器形的铜壶大部分保持铸铭于器内的

惯例，如洹子孟姜壶（《集成》9729，春秋晚期）、

陈喜壶（《集成》9700，战国早期）；而新式器的

铭文则多铸刻于器表，如赵孟壶（《集成》9678、

9679，春秋晚期）、令狐君嗣子壶（《集成》9719、

9720，战国中期）、庚壶等。青铜鼎的铸铭位置亦

与器形有直接关系。西周的方鼎以及主流的圆腹

鼎，铸铭都在鼎内壁。据表 1，在整个春秋时期，

鼎铭仍主要铸于器内壁及盖内，而这些铜鼎正沿袭

了西周的旧式器形。春秋以后，小口鼎以及子母口

鼎逐渐盛行，开始出现铸铭于鼎外壁、盖外的现

象。事实上，从观者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圆腹鼎内

壁至内底呈大片向下内收的平面，这比鼎外壁更便

于长篇铭文的展示与阅读。而春秋以后出现的小口

鼎、子母口鼎的器身有略微向上倾斜的较大平面，

且鼎盖的使用增多，在这些平面上铸刻铭文则更便

于展示，观看角度更自然。可见铭文的铸刻位置是

在器形和展示需要之间协调和平衡的结果。

（二）与铭文功能向装饰性质 的转向相关。晚商

至西周的铜器，器表纹饰在视觉上占据绝对优势，

铭文则多铸于器内，并无装饰功能。西周晚期，线

性形式的铭文出现于器表，显示出明显的装饰意

图。如梁其壶（《集成》9716，西周晚期）在器颈和

器颈花冠外分铸两行铭文，各自环绕壶身，内容相

互接续。由于壶身铭文是横向的，若要通读全铭，

阅读者需要侧着头绕壶两周。显然设计者并没有考

虑阅读的便利，而仅仅关注如何将文字置入壶身的

纹饰之间。又如黽壶盖（《集成》9677，西周晚期）

铭文分铸于壶盖莲花瓣形的捉手上，阅读被不断打

断。春秋以后，线性形式的铭文逐渐增多，其形式

上的装饰性或多或少地损害了易读性，如鄬夫人

鼎，观者同样需侧头绕器两圈方可读完。曾仲 鼎

（《铭图》2254，春秋晚期）盖铭绕中心逆旋而读，

行款不规则，还漏铸了 3 字，这些铭文会否被阅读

是很可疑的。编钟铭文铸刻方式的演变也显示出相

似规律。西周钟铭除了极个别例子（㝬钟），皆铸

于钟的正面。若铭文太长，则以两枚或四枚钟合为

全铭，以正面连读的方式铸铭［10］，这种形式无疑

是便于阅读的。春秋以后，在钟的正、反面皆铸铭

成为其时代特色［11］。如春秋晚期的王孙诰钟，应分

两层从大到小排列悬挂［12］，其中前十二枚钟各自

铸一篇完整的铭文，后十四枚则组合而铸铭，铭文

按正面钲部—正面左鼓—背面右鼓—背面钲部—背

面左鼓—正面右鼓的顺序绕钟一周，再接续到下一

钟，每二、三或四枚合为一篇完整的铭文［13］。考

虑编钟悬挂的状态，不断绕过钟架前后阅读同一枚

钟的铭文是非常别扭的。前五枚钟钟体巨大，铭文

只铸于正面，可知只有它们才是真正供人阅读的。

对于铸铭空间有限的小钟，西周制作者采用在多个

钟正面连续铸铭的方式，而王孙诰钟的制作者则围

绕钟的正反面连续铸铭，可见他并不关心铭文能否

全部被阅读，只是尽可能多地将铭文排布于钟面，

这体现了钟铭礼仪性的重复和对装饰性的转向。

综上，两周铜器铭文刻写位置及形式的变化，

一方面与器形变化、铭文装饰性的转向等有着密切

关系，另一方面亦是与阅读需求相参、协调的结

果。从铭文形式上的改变还可以看到阅读方式的转

向。春秋时期铭文越来越多地出现线性或布满器表

的形式，这意味着观者需不断转换观看角度，铭文

的阅读近于“浏览”，发生于移动更为灵活的场景。

而西周时期的铭文行款绝大部分呈块状，观者更可

能在静止的情况下“凝视”；铭文铸于器内壁，意

味着需要近距离地“审读”。这种阅读上的限制，

反而为观者营造了一种凝重、专注的氛围。作器者

未必有意为之，但在西周的世代延续中，该铸铭形

式已有意无意地促成了这种阅读习惯的形成。

两周之间铭文阅读方式的转变应结合其文体特

征的变化来理解。纵观两周铜器铭文，大于 50 字

的长篇基本属于书史类［14］铭文。商周铭文制作的

初始目的在于交代作器缘由和背景，随着篇幅扩

充，对作器缘由的记述逐渐演变成具有历史书写性

质的文本，记载与器主相关的家族大事，涉及王

或上级对器主的诰辞与命令、赏赐、册命，以及战

功、土地奴隶纠纷及其判决结果等。这些大事在

当时肯定载之简册，而将其改写为铭文并铸于铜器

上，一方面赋予了这些事件以永久的纪念意义，另

一方面也为宗族子弟提供了更庄严的阅读载体。在

西周早期，铸铭行为往往更强调其象征与纪念意

义，而非供人阅读。因此可以看到像夨令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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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6016）这样的极端例子，铭文长达 186 字，铸

刻于器底并延伸到前后内壁，观者无论如何都难以

通读全文。西周中期后，一些书史类铭文以可读性

更为显著的方式出现。风仪诚注意到史墙盘、十三

年 壶、逨盘、盠驹尊等铭文的特殊位置［15］。更

重要的是，这些器物都出自家族铜器窖藏。铜器窖

藏往往集中了一个家族数代的铜器，它们不进入墓

葬，而是为宗族子孙世代保存，在西周末年东逃时

被仓促埋藏。其中一些铜器铸有书史性质特别鲜明

的铭文，堪称宗族重器，其聚集出现提示这些铭文

的阅读有着宗族世代的延续性。正是这些铜器铭文

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展示性。如十三年 壶在器颈设

一圈素面，将铭文集中铸于前端，观者在正面观看

即可通读全文。又如盠驹尊作骡驹形，其精美而独

特的器形是对铭文内容的呼应，铭文以扇形的块状

形式铸于驹胸前。这些铸铭形式是对西周“凝视”

的观看方式的突显。春秋以后，书史类铭文大幅

减少。

两周 30 字以下的短铭则以“器主 + 祈匄”类

铭文为主，基本遵循“（作器时间 +）器主（+ 作

器对象）（+ 作器目的）+ 祈匄辞”的格式，体现

了铭文最基本的标识和祈匄功能。如果说书史类铭

文代表着铜器铭文的理想范式，并最受瞩目，“器

主 + 祈匄”类则是铭文文体“沉默的大多数”。西

周晚期以后，这类铭文的篇幅变长，修饰性内容与

套语增多，文辞走向繁缛。春秋以后，随着书史类

铭文的衰落，这类铭文压倒性地成为主流。伴随着

这一趋势的是线性形式铭文的出现。这一形式在西

周已可见其端绪，如梁其壶，春秋以后逐渐增多。

据笔者统计，春秋以后的青铜鼎，除去物勒工名类

与个别例子（如中山王 鼎），凡铸铭于器表的都

采用线性形式，且铭文皆为“器主 + 祈匄”类。可

见，春秋铜器铭文的文本特征与铸刻形式的总体变

化趋势相一致，装饰性越趋明显，而可读性及阅读

需求则相应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以后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浓

厚复古色彩的长篇铭文，它们是西周书史类铭文的

回响，同时又在铸刻形式上有所突破。如庚壶铭文

记载了齐国武将庚在三次战争中的功绩及齐公的赏

赐，铭文遍铸于壶颈及肩部外壁。中山王 鼎、壶

的铭文则分别载有中山王的两篇训诫之辞，以高超

的工艺遍刻于铜器素面。这些铭文兼具形式上的装

饰性、展示性与内容上的可读性，实现了文体上的

复古与形式上的创新，也是对阅读需求的回应。

综上，铜器铭文铸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观者的阅读习惯。西周时，对书史类铭文的观看是

凝视式的审读。春秋后，铭文观看方式趋向“浏

览”而非细阅，而铭文铸刻更重装饰性而非可读

性。书史类铭文衰落，“器主 + 祈匄”类铭文占据

压倒性优势，削弱了对铭文的阅读需求。而个别复

古作品则实现了文本可读性与形式展示性的统一。

二 铭文阅读的礼仪背景

铜器 或作为礼器投入实际使用，或作为专门陈

列的重器供人观览，对铭文的阅读也在相应的场景

下展开。本节通过对礼书文献及铭文的物质性特征

的分析，了解周代铜器铭文在何种礼仪背景下被阅

读，从而探究阅读行为的性质。

在两周时期，各种重要的祭祀、政治等典礼

都在祖庙进行，祖庙是铜器铭文特定的阅读空间。

《周礼·春官·典庸器》云：“掌藏乐器、庸器。及

祭祀，帅其属而设筍虡，陈庸器。飨食、宾射亦如

之。”［16］《周礼·春官·天府》又云：“掌祖庙之守

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

祭、大丧，则出而陈之。”［17］所谓“宝器”应包括

宗庙彝器。《墨子·明鬼下》云“祭器祭服毕藏于

府”［ 18］，正与天府收藏重器的功能呼应。

可见，祭祀重器在平时收藏于宗庙府库，在特

定的典礼下，被陈设、使用和观看。根据彝器的不

同功能，它们在仪式中被置于宗庙的不同空间，以

下以两周贵族祭祖礼为例加以分析。

根 据《 仪 礼· 特 牲 馈 食 礼 》《 少 牢 馈 食

礼》［19］，结合《诗经》《周礼》等文献的记载［20］，

在周代大夫、士祭祖礼中，鼎在祭礼的前一天陈放

在庙门之外，其上覆盖茅草，正祭之日盛放煮好的

牲肉，在阴厌环节由庙门外举至庭，鼎中牲肉升载

于俎， 然后撤回庙门外；洗及尸盥洗用的盘、匜置

于庭中；敦（即簋［21］）盛黍稷，据《特牲》，阴

厌环节置于室，佐食将敦盖打开，却置（即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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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于敦的南边。在尸入九饭的仪节中，佐食

将两敦移到席上，以便尸取敦中的黍稷。两壶分

别盛酒、玄酒，覆盖以幂（即覆盖器物的布巾），

置于室门东边，供三献等仪节酌酒所用。据《少

牢》，举鼎时、尸即位以前，司宫即打开酒尊的盖、

幂［22］，置于棜禁上；壶各二尊分别置于庭中阼阶

东、西阶西，供酬宾、旅酬、无算爵等仪节所用；

另外两壶置于房中，供主妇、宗妇、内宾旅酬用。

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细究之，可再从以下几方

面认识祭祖礼中彝器的使用及其铭文的阅读方式：

第一，用鼎数量及鼎实制度是主人身份等级的

象征，这使鼎在两周人的观念中具有重大的象征意

义。鼎陈设在庭中，置于恢弘开阔、参与人数众多

的礼仪空间中，举鼎入庭的仪节颇具宗主自我称扬

的意味。然而，鼎铭在具体使用场景中却没有太多

被阅读的机会。鼎在庙门外陈列时，加“鼏”（用

于盖鼎的茅草）以覆盖之。在祖庙之庭亦未长时间

陈放，且鼎内盛有牲肉，铭文难以阅读。

第二，簋设于室中，用于尸饭和馂食等仪节，

阅读空间相对狭窄，阅读者也限于较小范围内。

《特牲》《少牢》“阴厌”节、《仪礼·公食大夫礼》

《士昏礼》《士丧礼》都有打开簋盖（“启会”）并却

置的仪节，因此簋盖内的铭文可以被清晰阅读。

第三，壶置于堂上、庭中、房中，在三献、酬

宾、旅酬、无算爵等多个仪节被使用，观者涉及众

多宗族子弟及有司。因此，壶在典礼中有大量被观

看的机会。在多个东周画像铜匜所呈现的宴乐、射

猎仪式中，壶总是处于整个画面的中心［23］，这反

映了时人在仪式中的视觉聚焦点。由于壶在礼仪活

动中所处的聚焦位置，以及与观者产生连接之频

繁，其铭文的铸刻方式在两周青铜礼器中发生了最

为活跃的变化。据表 1、2 对比可知，在铸刻方式

上，鼎铭变化较为滞后，而青铜壶在西周中期便出

现了在器表铸铭的现象。而且，尽管铜器铸铭方式

与器形有密切关系，春秋以后一些具有传统风格的

铜壶突破惯例，铸刻铭于器表。如曾伯陭壶（《集

成》9712，春秋早期）的风格属周式系统［24］，除

了壶内壁铸铭，壶盖及盖口外沿各有一圈铭文，可

连读，这种形式是梁其壶的延续；复封壶（《铭图》

12447、12448，春秋早期）器形和花纹也接近传统

风格，而铸铭形式则与十三年 壶相似。

第四，礼器的形制、花纹、铭文与组合关 系作

为一个整体与礼仪语境相融合，因此在礼学文献中

往往能看到这样的表达：“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

公于大庙，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山罍，郁尊用

黄目，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篹，爵用玉

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25］《礼

记·仲尼燕居》云“量鼎得其象”是礼的表现，所

谓“象”，即器物的形制、大小、花纹、组合方式

等，它们共同体现了其背后的礼意，即礼有等差。

《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指出典礼中器物的陈设

可“临照百官”［26］，起到不言自明的鉴戒作用。

在典礼之中，对彝器的观看及铭文的阅读，是与仪

式所营造的整体氛围浑然一体的。《荀子·哀公》

云：“孔子曰：‘君入庙 门而右，登自胙阶，仰视榱

栋，俛见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则

哀将焉而不至矣！’”［27］与礼者在仪式中观器，引

发怀念先祖的哀 思，这是一种整体的、沉浸式的感

受，而铭文只是密切融入这个场景的一个组成部

分，刻意、主动阅读的行为并不明显。

柯马丁指出“观众”在仪式中无需审视铭文并

理解它的具体含义，铜器的物质存在已经在有限的

精英阶层的“公共”范围内构成“知识”［28］。这

一论断相当敏锐，但是是从祭祀仪式的特定背景出

发而言的。宗族子弟可能早已对宗族重器的铭文内

容了如指掌，这些知识应是在祭祀仪式以外的场景

中获得的。如史 簋（《集成》4030、4031，西周

早期）铭文记载王诰毕公， 表示将对此朝夕自我

鉴戒。自我鉴戒的内容自然是王的诰辞，然而诰辞

并没有记载于簋铭，但一定记载于简册，有可能即

《尚书序》所载《毕命》［29］。当观者看到该器，自

然而然就会联想到王的诰辞。

因此，“观铭”的意义，所谓“既美其所称，

又美其所为”，即除了铭文内容，观者对作铭行为

的意义也着意褒扬。《左传·襄公十九年》臧武仲

谈论是否应用齐国兵器作林钟，其关注焦点正是作

器铭功的行为在礼义上的合理性，而非铭辞的具体

内容。在器物被铸造出来并施以铭文的时刻开始，

它的意义已被凝固。在此之后，在仪式中被使用，

被与礼者铭记，铸铭行为被口耳相传甚至载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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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其意义也得以延续。正如《国语·晋语七》记

载晋悼公提及魏颗，云“其勳铭于景钟”［30］，铭

文已铭刻于人们的记忆中，而不需征之实物。正因

为如此，铜器铭文呈现重复性的特点，一方面，同

一篇铭文被重复铸于同一套礼器中，另一方面，铭

文出现大量套语，作器者追求的并不是文本的独特

性，而是在源源不断地对传统话语模式的延续中实

现并强化“美其所称”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铜器作为礼器被投入实际使用时，

观器者的沉浸式感受。在铜器被投用的典礼之外，

应还存在对铭文主动观看和审读的场景。一些具有

重要意义的宗庙重器会被专门陈设。李峰指出社会

活动构成了铭文欣赏的重要背景之一，铜器在合适

的场合会被展示给亲朋好友及同僚观摩［31］。

西周以来便有在重要典礼中陈器的传统，《尚

书·顾命》记载新王册命典礼陈列玉器等宝器，以

彰显仪式之重。上文引《周礼·春官》记述天府掌

藏玉镇与大宝器，每有大事出而陈之，可与《顾命》

相印证。这是天子之礼，可推及诸侯卿大夫士。

在典礼之外，祖庙也是卿士大夫、宗族子弟的

活动场所，如《荀子·宥坐》记述孔子观于鲁桓公

之庙时对“欹器”的探究，以及子贡观于鲁庙北

堂之事。《论语·八佾》记载孔子“入太庙，每事

问”［32］，这些都可能是器物陈设和铭文阅读的场

景。另外，《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云：“庭有陈鼎，

家有三归。”［33］此则为日常陈鼎于庭中之证。

征之铜器铭文布局，可发现其用于专门陈列的

证据。如 匜（《集成》10285，西周晚期）器盖连

铭。秦公簋（《集成》4315，春秋时期）器内壁与盖

内铭文接续而读。据学者考证，五年琱生簋（《集

成》4292）与六年琱生簋（《集成》4293）器内壁的

铭文应连读［34］。这些彝器都是器盖连铭或异器连

铭，可推知都是在没有盛放内容物且打开器盖的情

况下被阅读的。值得注意的是，琱生二簋与 匜的

铭文都记录了诉讼纠纷及其处理结果，具有明显的

公共性，在一些礼仪场合中用作陈列器相当合理。

一些器铭的布局更反映出在陈列过程中，观者

主动地阅读铭文。中山王 鼎铭刻于器表，且从鼎

盖延伸至鼎身，只有鼎盖从恰当的位置合上才可以

连读。莫阳认为其应摆放在高台或高足案上［35］。

而且鼎、壶铭文皆遍布器身，说明阅读者只有不断

地移动并绕器一周方可通读，而非静止地观看。值

得注意的是，中山王 墓还出土了大量的壶，其铭

文都是物勒工名之类，对比之下可知中山王 鼎、

壶上的刻铭的确以陈列、展示为目的。

综上，一部分有铭铜器的陈列功能显示，在某

些情景下，铭文的阅读具有明确的主动性，与仪式

中的沉浸式感受形成对比。对铜器的陈列、对铭

文的主动阅读，意味着它们不仅是与神灵沟通的纽

带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物，而是具有历史文献意

义以及昭示、训诫的功能，由此，也就与祭祀、颂

祖、祈匄等仪式性功能有所疏离，铭文制作的出发

点亦从祖先神灵世界逐渐转移到现实的人的世界。

三 从镂于盘盂到书于竹帛：
载体与观念之变

春秋以后，铜器铭 文的阅读主体从宗族内部扩

展到更为广阔的范围 ，对铭文的谈论也跨越了宗族

和国别的界限。

柯马丁指出西周铭文的目标读者“不是现在或

将来某些无名公众，而是少部分直接或间接参与周

王室氏族意识形态中的局内人”［36］。而铸刑鼎事

件的出现，标志着铭文阅读主体和阅读空间的扩

大。《 左传》有两处相关记载，一是昭公六年郑人

铸刑书，二是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刑鼎。孔子所说

“民在鼎”，据杨伯峻，“在”读为“察”［37］，这意

味着鼎铭的阅读主体从宗族内部的大人君子扩展到

万民［38］；其观看场所也突破了祖庙，被置于一个

更为广大的公共空间。藉由铸鼎这一行为，刑法被

公布、供万民阅读，并被赋予法律的效力。子禾子

釜（《集成》10374）铸有齐国田氏量制的法令，便

是此类铭文的延续。

在春秋战国时期，器物铭文逐渐见引于文献，

可见人们越来越多地 在讲习、议论中谈论铭文，阅

读简册上记载的铭文文本，相比直接在铜器实物上

阅读，显示出时风的新变。随着“书史”类铭文的

衰落，以及“器主 + 祈匄”类和继之而兴的物勒工

名类铭文大行其道，铭文在实物形态逐渐演变为装

饰性形式的同时，开始作为一种抽象的文体进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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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言谈与文献之中。时人引述这些铭文，其目的

并非关注其背后的历史真实，而是以这些嘉言善语

作为可资阐发观点的引子。如《左传·昭公三年》

记载叔向引用谗鼎之铭以论说［39］。对于时人来说，

铭文与《诗》《书》、先王之教等经典语句的性质

是一样的，皆可资言志［ 40］。如《礼记·大学》称

引《汤之盘铭》时与《诗》《书》同列［41］，作为论

述的证据，可见《汤之盘铭》是人们日常研习的文

本，被视同经典文献。春秋战国以后，时人引以说

理的铭文文本多具有箴戒性质，而且往往被假托为

前代帝王或圣贤的作品。根据出土实物，商代铭文

只记载作器者或祖先之名，篇幅较长者或记其作器

缘由，《汤之盘铭》与之迥异，因此应为构拟之文，

而非铜器的转录［42］。又如《国语·晋语一》记载

郭偃称引“商铭”［43］，其中“之”“也”等词的用

法见于春秋以后，可知其非商代文本。

又如《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所引正考父鼎

铭［44］，是正考父接受册命后的自警之辞，“饘于是，

鬻于是，以餬余口”之语与鼎的食器功能形成呼

应。春秋后箴戒类铭文往往从器物用途出发，将器

主的日常使用经验融入箴戒之辞。这篇铭文与西周

册命铭文在立意、体例和风格上都完全不同。册命

铭文一般记载王的任命与赏赐，其目的是称扬王的

赏赐并自我夸耀。而正考父鼎铭则将重点放在三次

赐命后自身态度的变化上，“饘于是，鬻于是，以餬

余口”的表述将用鼎的行为完全个人化，鼎用享祖

考的功能被转化为个人粥食糊口的日常用途。在两

周彝器制作的大传统背景下考量，这样的铭文并不

符合惯例，属构拟之辞的可能性更大。《庄子·列

御寇》所引正考父鼎铭与《左传》所载文本相关，

但有一定差异［45］，将正考父与凡夫的态度加以对

比，形成先后呼应、对称的文本。鼎铭的文体特性

已完全消失，成为言说中可资利用的文本资源。

先秦时期被广为诵习和引用的格言式“语”类

文献，即可能被依托为铭体，以达到说理的目的。

李零指出春秋战国某些所谓的“铭”属于“语”的

范畴［46］。这是由于两者都具有语句精炼、立意隽

永的文本特色，有一定相似性。《大戴礼记·武王

践阼》记载武王所作多种器物之铭，其构拟性质颇

为明显。有证据显示其中所录的铭体文本是由不同

材料抄撰拼合而成的，比如某些铭文并未特别切合

该器物的特性，如席后右端之铭、户铭等。恰好在

上博简（七）《武王践阼》中，与传世本户铭对应

的文本被称为“卣（牗）铭”（简 10）［47］，而传世

本的牗铭又另有其文，可证其抄撰无定的性质。这

些材料中有不少“语”类文献，如传世本“盥盘

之铭”有“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

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之语［48］，而中山王

鼎铭云：“乌乎，语不悖哉，寡人闻之：‘与其溺于

人也，宁溺于渊。’”两处文本同源，而鼎铭引述时

称为“语”。再者，《孔子家语·观周》《说苑·敬

慎》载“金人铭”，部分文本与《武王践阼》的席

铭、楹铭有同源关系［49］，应是撰者将这些“语”

类文献撰钞在一处，并将之托为先王之铭。贾谊

谓：“语曰：‘𤒰𤒰弗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

折斧柯。’”［50］亦与《金人铭》同源，贾谊明确将

其称为“语”。这表明在战国时期，一方面，这些

语类文献已经广泛流行，另一方面，新的铭体观念

形成，于是出现了移用材料以托为铭体的现象。

另外，《汉书·艺文志》记载箴戒类铭体文两

组。其中道家有《黄帝铭》六篇，即蔡邕《铭论》

云“黄帝有巾几之法”［51］；另《汉志》杂家有孔

甲《盘盂》二十六篇［52］，蔡邕《铭论》云：“孔甲

有盘杅之诫。”［53］《文选》注：“《七略》曰《盘盂

书》者，其传言孔甲为之……书盘盂中为诫法，或

于鼎，名曰铭。”［54］由此可推断这些也是箴戒类铭

文。它们当然不是黄帝时的真实作品，但从中可以

看出东周至秦汉时人对铭体的阅读和利用方式的转

变：第一，是将格言类语类文献加工、假托为铭体

文；第二，是将这些铭体文本集中抄撰在一处，以

简册形态阅读、传播。

出土材料中箴戒类的器铭并不多见［55］，而文

献中的箴戒铭辞却甚多，这当然要 考虑考古材料有

限的原因，但同时也说明铭体开始从物质性、实用

性的礼仪文体转向文献性、观念性的书面文体，实

际上这也是周秦以来文体及文体观念发展的总体趋

势。战国时，铭体观念已经明晰。中山王 鼎铭开

头云“于铭曰”，这是对文体的自我指称和自我确

认，意味着铭文不再是彝器上的附属信息，而是成

为作器的初始意图。同时，铭文的箴戒功能也在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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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得到强调。中山王 壶铭末云“明蔡之于壶而

时观焉”，可见铭文的阅读情景不限于祭祀等典礼

仪式，而是供人日常观看，以自我警戒。“昭告后

嗣”“以戒嗣王”透露出明确的箴戒性质。“载之简

策”提示战国时将铭文载录于简策的风尚，这与

东周人在言谈和著述中喜引用铭文的现象是密切呼

应的。

由此，一方面，铭作为一种已被反复、充分运

用的文体，超越了在铜器铸造的流程中被自觉运用

的文体形式，成为一种文体意义被高度概括的概

念。在《礼记·祭统》“铭论”中，便可以看到对

铭体功能的详细描述和抽象概括。另一方面，铭体

开始脱离自身的实物载体及其依存的礼仪制度，成

为可以根据讨论切磋的需要而撰作的文本、可以被

引用以阐发己见的思想碎片。它作为一种可以被构

拟的文体，进入了文献，成为观念和思想的遗存。

铭文不再是礼仪中几乎可以超越语言的沉浸式感受

的对象，而更多地成为竹简上随物赋形的语言片

段，为精英阶层所共享。

这就是两周铭文的阅读方式与观念之变，秦汉

以后，随着文献整理和著述的活跃，这种转向得到

了进一步强化。由于逐渐脱离了实物载体和实际的

礼仪用途，铭体概念在被高度概括的同时也出现了

混淆。蔡邕《铭论》并举黄帝巾几之法、孔甲盘盂

之戒、武王杂铭、金人铭、钟鼎之铭，甚至太常之

铭等，实际上是将几种不同的文体混为一谈，对实

用的宗庙重器之铭与构拟的文献之铭亦不作区分，

其背后的直接原因是东汉已经没有周代那种承载着

浓重的祖先信仰和紧密的宗族联结的彝铭，代之而

兴的是箴戒之铭与碑铭；其根本原因是在“以体命

篇”观念［56］的影响下，时人直接将以“铭”命名

的文本都归入同一类文体，而未辨明其背后真正的

名实关系。这一文体观念直到《文心雕龙》，甚至

明代《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仍可以见其余波，

是影响中国文体分类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出土文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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